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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企業外部關係網絡是服務創新成功的關鍵因素，本文結合關係鑲嵌與構形理論，將企業

依其與供應商、顧客、競爭者與研究機構間的關係鑲嵌強度，區分三種關係鑲嵌構形，包括顧

客與研究機構關係實踐者、交易關係導向者及商業關係實踐者。根據 201 個企業的樣本資料分

析，實證發現顧客與研究機構關係實踐者有最佳的服務創新績效。此外，本研究亦發現在多單

位組織、服務新組合、顧客共創及技術創新等不同服務創新類型中，其能產生最佳績效的關係

鑲嵌構形有所不同。本文最後依據研究發現提出理論意涵，並論述未來研究建議。 

 

關鍵字：關係鑲嵌構形、關係網絡、服務創新 

 

Abstract: External relational network of a firm is the key factor of the success of service innovation. 

This study integrates the relational embedded and configuration theory to taxonomies firms into three 

clusters － customer relationship practitioner, transaction orientationer, and business relationship 

practitioner－based on their strength of ties with suppliers, customers, competitor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The result confirms the cluster of customer relationship practitioner induces the 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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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from sample of 201 corporate informants.  Also, we find difference in 

the best relational embedded configuration between these type of service innovation which are 

multi-unit organization, new combinations of services, customer as co-producer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Finally, implications and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were discussed. 

 

Keywords: Relational Embedded Configuration, Relationship Network, Service Innovation 

1. 緒論 

企業的外部關係網絡 (external relationship networks) 是探討服務創新的新興研究途徑，此乃

因服務創新比產品創新更加重視資訊、流程與社會互動層面 (Hipp and Grupp, 2005)，而企業內

部實驗室的研究通常無法妥善處理這些因素。此外，創新需要許多複雜的知識及能力與昂貴的

資源，而大多數企業並未擁有創新成功所須的各種資源與知識 (Afuah, 2003)，甚至連 Nokia、

Microsoft 或 IBM 等全球性大型企業亦未單獨擁有創新所須之資本、知識與技術 (Heikkinen et al., 

2007)。因此，許多企業必須跨越組織邊界 (organizational boundaries) 獲取與整合外部夥伴的資

源與能力，以提高企業創新成功的機會 (Hanna and Walsh, 2002; Heimeriks and Duysters, 2007; 

Perks and Jeffery, 2006)。 

網絡是行動者 (actor) 及其間的連帶 (ties) 關係所形成 (Wasserman and Faust, 1994)。在企

業經營的脈絡中，網絡是企業與其他組織與其間的關係之集合，包括供應商、顧客、競爭者及

其他組織 (Hoffmann, 2007; Morgan and Hunt, 1994; Möller and Rajala, 2007)。這些外部組織(或夥

伴)分別擁有不同的資源、知識與能力，對服務創新的貢獻也有所不同 (Gemünden et al., 1996)，

因此企業必須妥善管理企業與這些外部夥伴的整體關係，並從整體外部網絡合作 (network 

collaboration) 的角度加以思考如何獲取服務創新所需的資源，才能有效提高服務創新活動的績

效 (Capaldo, 2007; Gemünden et al., 1996; Syson and Perks, 2004; Tether, 2002)。基本上，管理外部

關係網絡即管理企業與各種夥伴的互動關係 (Heikkinen et al., 2007)，也就是與各種夥伴建立和

維持適當的連帶強度。 

大多數連帶強度的研究都建基於 Granovetter (1973) 所提出的概念，此概念原始的重點是個

人間的資訊流動，然而企業層次的研究亦多引用此概念 (Capaldo, 2007; Hoffmann, 2007; Tiwana, 

2007)。連帶根據其強度可分為弱連帶 (weak ties) 與強連帶 (strong ties)，前者能傳遞多樣化的

資訊與外顯知識，且傳遞的範圍較廣；而後者具有信任的本質，能共享敏感性資訊與內隱知識 

(Rindfliesch and Moorman, 2001)。究竟何種連帶強度有助於創新？Obstfeld (2005) 認為可以從構

想問題 (the idea problem) 與行動問題 (the action problem) 加以說明；弱連帶可以產生新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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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較缺乏執行的行動力，而強連帶雖較具行動力，但卻較難產生新構想。由此可知，兼具強連

帶與弱連帶的網絡是創新團隊較理想的構形 (configuration) (Burt, 1992; Tiwana, 2007)。 

儘管許多研究已證實連帶強度與創新績效的關係，但這些研究大多以策略聯盟或新產品開

發團隊為研究對象 (Capaldo, 2007; Hoffmann, 2007; Rindfliesch and Moorman, 2001; Tiwana, 

2007)。在服務業的經營情境中，企業不會與所有外部夥伴訂立正式的聯盟合約，例如銀行不會

與其顧客形成正式策略聯盟的關係。若直接以這些研究的結論應用於服務創新，則可能產生嚴

重的誤解。此外，有關服務創新的議題尚有二個重要問題有待釐清。首先，企業與各種外部夥

伴的關係 (包括供應商、顧客、競爭者及研究機構等) 對創新都會有重要的影響 (Syson and Perks, 

2004; Tether, 2002)，但企業應與各種外部夥伴建立並維持何種強度的關係，才能對服務創新績效

有正面的助益？其次，根據情境理論 (contingent theory)，企業的環境、技術與結構等屬性的差

異，會產生不同的最適組織構形 (Meyer et al., 1993)；服務創新的特性有別於產品創新 (Dejellal 

and Gallouj, 1999; Hipp and Grupp, 2005)，因此能有效提高服務創新績效的外部關係，是否有別

於產品創新？另外，服務創新又可分為許多不同的類型，而各種服務創新類型的最佳網絡關係

是否相同？ 

本文主要結合構形理論 (configuration theory) 與連帶強度 (關係鑲嵌) 理論，利用企業與各

種外部夥伴的關係鑲嵌強度，建構各種關係鑲嵌構形 (relational embedded configuration)，接著

探討何種關係鑲嵌構形具有最佳的服務創新績效。此外，由於服務創新又可分為各種不同的類

型，因此本研究亦擬進一步探討不同服務創新類型的最佳關係鑲嵌構形是否有顯著的差異。 

2. 文獻探討 

2.1 關係鑲嵌與網絡 

人類的經濟活動鑲嵌在社會網絡中，鑲嵌的類型可分為關係鑲嵌 (relational embeddedness)

與結構鑲嵌 (structural embeddedness) (Andersson et al., 2001)。關係鑲嵌意指二元交換 (dyadic 

exchange) 的品質，即交換對象的行為、交換對象瞭解對方目標與需要的程度，強調交易成員間

的信任關係。易言之，關係鑲嵌即行動者間的連帶強度，可分為弱連帶與強連帶。結構鑲嵌則

指網絡的整體結構，在此結構下交換的雙方可進行有效率的訊息交流，所強調的是群體的關係

與機制如何影響交換關係 (Moran, 2005)。 

關係鑲嵌的觀點認為行動者間擁有強連帶關係時，較可能透過討論相關意見而對某種行為

的結果有共同的理解，進而影響彼此的行動 (Gualti, 1999)。此外，組織間的關係鑲嵌具有相互

信任、移轉縝密的 (fine-grained) 資訊及共同解決問題 (joint problem solving) 等三個特性，可增

加資源移轉的數量與品質，促進內隱與複雜知識的移轉，及願意花更多的時間解釋或傾聽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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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複雜的構想，且更能激發創新的活動 (Moran, 2005; Uzzi, 1997)。因此，夥伴間的強連帶關係

能提高企業創新的行動力 (Obstfeld, 2005)，進而提高創新的績效。相對地，夥伴間的弱連帶關

係較少發生重覆的接觸 (redundant contacts)，使企業能獲得不重覆、多樣化且新穎的資訊與外顯

知識，促進產生新奇的構想，亦有助於提高創新成功的機會 (Capaldo, 2007)，亦即夥伴間擁有

弱連帶的關係可解決服務創新的構想問題 (Obstfeld, 2005)。 

許多關係鑲嵌的研究主要探討企業與某特定類型夥伴的關係對創新的影響，包括顧客關係

(如 Magnusson, 2003; Yli-Renko et al., 2001 等)、供應商關係 (如 Ahuja, 2000; Yli-Renko et al., 2001

等)、同業關係 (McEvily and Zaheer, 1999) 及研究機構關係 (Tether, 2002) 等。這些二元關係

(dyadic relationship)的探討雖可深入瞭解企業與某特定類型的夥伴如何移轉與分享知識與資源，

但無法理解整體外部關係網絡的全貌，因為創新需要許多不同的外部資源與知識，且每個夥伴

所擁有的資源與知識都不同；企業應與各種夥伴建立何種強度的關係，必須在構想與行動力間

取得平衡，此乃管理者所面對的重要課題。 

過去以整體關係網絡為分析對象的研究，大多採用網絡結構的觀點。例如 Ahuja (2000) 從

企業網絡的直接連帶、間接連帶與結構洞 (structural hole) 三個面向來分析其對創新的影響。

Zaheer and Bell (2005) 認為企業的網絡地位會影響創新績效；Capaldo (2007) 則認為企業結合強

連帶與弱連帶所形成的雙重網絡 (dual network) 對創新績效有正向助益。這些網絡結構的研究

通常隱含企業連結的對象及關係本質是同質的假設，但在實務的運作上，不同類型夥伴所擁有

的資訊與知識是異質的 (如企業的顧客與供應商所擁有的知識不同)。另一方面，夥伴間的關係

本質(連帶強度)不同，能傳遞的資訊與知識亦有相當大的差異 (Adler and Kwon, 2002; Rindfliesch 

and Moorman, 2001)。因此，將企業的各種連結對象及關係本質視為同質，可能對關係網絡與創

新績效間的關係產生誤導。 

網絡構形 (network configuration) 的觀點即整合網絡結構與二元關係的研究途徑，同時考量

企業與各種外部夥伴的關係本質對創新之影響。此種從外部關係的組合 (portfolio) 或構形觀點

探討企業的外部關係，能補充二元關係與網絡結構的不足，可對企業的整體外部關係有更深入

地理解 (Gemünden et al., 1996; Hoffmann, 2007;  Perks and Jeffery, 2006)。然而此類相關的研究

明顯不足，少數的研究如 Syson and Perks (2004) 探討服務企業與各類型外部夥伴關係對創新的

影響，但也僅止於觀念性的論述。Tether (2002) 探討企業與不同夥伴的合作協議對創新的影響，

但未將所有的外部關係做整合性的實證分析。Hoffmann (2007) 認為聯盟組合的構形會因企業的

策略目標與能力不同，而對企業績效有不同的影響。Gemünden et al. (1996) 及 Perks and Jeffery 

(2006) 探討網絡構形對創新的影響，亦提出許多精闢的見解，但其研究對象是高科技產業；能

否直接應用於服務業仍有待進一步驗證，因為服務與高科技產業在創新流程上存在許多差異

(Djellal and Gallouj, 1999; Hipp and Grupp, 2005; Hollestei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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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為深入瞭解企業外部關係網絡與服務創新績效的關係，整合關係鑲嵌理論、構形理

論與情境理論，探索在服務創新的策略性目標中，何種外部關係鑲嵌構形能獲得最佳績效。 

2.2 構形理論 

組織的構形觀點是組織理論與策略管理重要的研究途徑；構形意指根據組織的策略、結構

與流程等屬性的異同，將組織分成數個組內同質及組間異質的集群；此觀點可做為解釋與預測

許多組織現象的基礎，如組織的績效 (Fiss, 2007; Meyer et al., 1993; Ketchen et al., 1993)。具體而

言，構形理論主張某特定的企業策略組合，應存在一種能產生優越績效之理想的(ideal)組織特性

(Vorhies and Morgan, 2003)。 

組織構形是根據組織特性的構面，將組織區分成不同的群集 (constellation)，這些構面包括

環境、產業、技術、策略、結構、文化、生態、群體、成員、程序、實務、信念與結果等。構

形可分為概念上的類型 (typologies)，或實證上的分類 (taxonomies)，適用於各種分析層次，包

括個人、群體、部門、組織或組織的網絡 (Meyer et al., 1993)。構形觀點認為透過辨認獨特且內

部一致性的企業群體，相對於試圖橫跨所有組織，更可增進對組織現象的瞭解。由此可知，構

形觀點強調編簒 (codification) (即將組織分類) 與預測的概念 (Ketchen et al., 1993)。 

將所有的組織區分成數個同質性的小群體，其主要目的在於對較小範圍的母體有更完整的

理解，而非將部份樣本的研究發現一般化 (generalized) 到較大的母體，因此對組織科學有正面

的助益 (McKelvey, 1982)。此外，分類可以讓組織研究者檢定理論的議題，透過辨認組織特性間

的相似或差異性，進而提供解釋、預測與理解許多組織現象的基礎。由於構形觀點認為組織各

種特性之間存在非線性關係，因此在某種構形中具有因果關聯性的變數，在另一種構形中可能

是無關的，甚至可能是反向關係 (Meyer et al., 1993)。據此，構形理論認為每一組策略特性，皆

存在一組能產生優越績效的理想組織特性；理想的構形是一種可使企業達成其策略性目標的多

重且相互依賴之組織特性的型態 (Vorhies and Morgan, 2003)。具體言之，在服務創新的策略目標

下，企業的各種外部關係應存在一種能產生最佳績效的構形。 

構形觀點雖可應用於個人、群體、部門、組織或組織的網絡層次，但過去組織構形的研究

大多以組織內部特性為分析對象，僅 Gemünden et al. (1996) 與 Perks and Jeffery (2006) 研究將

組織的構形觀點應用於企業的外部網絡關係，主張網絡構形 (network configuration) 是企業在網

絡中地位的型態，其研究以網絡構形描繪企業與各種外部夥伴的關係，並進一步分析不同網絡

構形與績效間的關係。然而這些研究並未考量企業與特定夥伴間的關係本質 (如夥伴間的連帶強

度)，難以解釋為何企業與各種夥伴間的關係對創新績效的影響，因為夥伴間不同的連帶強度會

影響彼此間所傳遞的資訊、資源、技術與知識 (如 Adler and kwon, 2002; Inkpen and Tsang, 2005; 

Uzzi, 1997)，進而對創新績效有不同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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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網絡構形的觀點，企業與外部夥伴的網絡關係是組織特性，各種外部夥伴關係之間具

有相互依賴的特性，而服務創新則是策略性目標，因此服務創新的網絡構形可定義為企業在網

絡中地位的型態，其目的在於獲取與動員存在網絡中對創新活動有益的重要資源與知識 (Perks 

and Jeffery, 2006)。Hoffmann (2007) 認為企業外部關係網絡  (即策略聯盟 ) 構形的元素 

(parameter)是聯盟的數量、分散性 (dispersion)、重覆性 (redundancy) 與連結的強度 (linkage 

strength)。但過去有關網絡結構的研究，大多從網絡中心性探討其對創新績效或競爭優勢的影響

(如 Gulati, 1999; Powell et al., 1996; Vanhaverbeke and Noorderhaven, 2001)，並未探討焦點行動者

所連結對象的差異，以及連結關係的內容與本質。也就是說，依據 Hoffmann (2007) 的觀點，這

些研究只探討聯盟組合的數量與重複性，並未考慮聯盟夥伴的多樣性與關係連結強度。易言之，

這些研究通常隱含著二個假設，包括焦點行動者所連結的對象具有同質性，及這些連結的內容

與本質亦是同質的。這些假設似乎偏離現實，因為企業的外部夥伴關係至少包括供應商、購買

者及平行夥伴 (Morgan and Hunt, 1994) 等三大類，而不同類型的夥伴所擁有的資源與知識明顯

不同；其次，從連帶強度的觀點，強連帶與弱連帶的關係所能傳遞資源與知識亦有相當大的差

異。因此，關係鑲嵌構形結合關係本質與各種夥伴類型 (Rodan and Galunic, 2004)，能對外部網

絡關係與服務創新有更深入的理解。 

另根據情境理論，企業的環境、技術與結構等屬性的差異，會產生不同的最適組織構形 

(Meyer et al., 1993)。從此觀點來看，在服務創新的情境中，能產生較佳創新績效或可行的網絡

構形，應不同於其他類型的組織策略，如組織變革或生產力提升等。此外，服務創新尚可分成

許多不同的類型 (Drejer, 2004; Hipp and Grupp, 2005; Hollenstein, 2003; van der Aa and Elfring, 

2002)，而不同的服務創新所需的資訊與知識有相當大的差異，因此在不同的服務創新類型中，

能產生最佳創新績效的網絡構形亦有所差異。 

據此，本研究依企業與各種外部夥伴的關係鑲嵌強度，將企業加以分類 (taxonomy)，並探

討在各種服務創新類型中，何種網絡構形具有較佳的績效。準此，下一節將探討各種外部夥伴

關係對服務創新績效的影響。 

2.3 外部夥伴關係與服務創新 

企業外部夥伴的類型相當多元與複雜，但不同夥伴與企業關係的特性具有同質性，因此可

將同質性較高的夥伴視為同類型，如 Morgan and Hunt (1994) 將企業的外部夥伴分為供應商、購

買者與平行 (lateral) 的夥伴；Tether (2002) 將外部夥伴分為供應商、顧客、競爭者與研究機構。

綜合外部夥伴關係相關的研究，本文認為與服務創新有直接且重要影響的外部夥伴包括供應鏈

成員 (供應商與顧客)，及供應鏈以外的成員 (同業與研究機構)，而企業能從這些夥伴關係獲取

和服務創新有關的利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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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顧客關係鑲嵌與服務創新績效 

服務是一種流程的概念，在服務的產製與消費過程中必須與顧客緊密接觸，因此難以區分

服務的生產與消費 (van der Aa and Elfring, 2002)，且服務品質亦由顧客主觀認定 (Grönroos, 

2000)。在服務開發流程中人際間及組織間的關係高度重要 (Syson and Perks, 2004)，尤其是與領

導顧客 (lead customer) 密切合作，更有助於企業確認服務創新及降低導入市場的風險 (Tether, 

2002)。此外，社會互動可促進企業了解關鍵顧客的特殊制度與結構，產生共通性資訊、語言與

Know-how，讓企業能更有效地與關鍵顧客溝通。此外，企業與顧客間的關係連帶可提供顧客知

識的評估架構、擴展知識的開發和提升學習的技巧，且有更多取得知識的機會 (Yli-Renko et al., 

2001)。 

瞭解顧客的需要與要求，是創造新產品或服務的重要基礎，而此種視顧客為服務發展過程

重要角色之觀念乃為市場導向的哲學。此外，傾聽顧客的需要是達成服務品質的重要關鍵，且

在服務發展過程中亦需傾聽顧客的需要 (Magnusson et al., 2003)。然而顧客通常無法將其潛在的

需要完整表達 (Bennett and Cooper, 1981; Syson and Perks, 2004)，因此要能掌握顧客真正的需

要，必須與顧客維持強連帶的關係；因為強連帶具有信任的本質，可讓行動者自願提供可靠的

資訊 (Landry et al., 2002)，及移轉複雜與內隱知識 (Hansen, 1999)。若服務企業與顧客間有強連

帶關係鑲嵌，顧客會自願提供有關其需要與欲望的資訊及互補性的知識給企業，而企業亦能透

過與顧客緊密互動而獲得顧客本身尚未發覺或難以表明的潛在需要與知識，增加服務創新的機

會。當新服務發展完成，尚須瞭解顧客對價值的評估，此時與顧客的強連帶關係能讓企業得知

顧客的價值認知，以及在新服務績效與定價間取得平衡，提高新服務成功導入市場的機會 (Tether, 

2002)。此外，在新服務導入市場時，與企業有強連帶關係的顧客基於信任的本質會領先採用新

服務，且會在適當的時機，透過他所屬社會網絡的影響力將新服務的資訊轉介給其網絡成員，

促進新服務的擴散速度 (Adler and Kwon, 2002; Burt, 1992)，提高新服務的績效。 

 2.3.2 供應商的關係鑲嵌與服務創新績效 

服務創新所憑藉的並非技術理論，而是社會網絡理論 (Syson and Perks, 2004)，它所面對的

挑戰是將資訊轉換為知識，而以知識為基礎的創新需要一組多樣化的知識 (Landry et al., 2002)。

在創新過程中需要不同的技術與知識；對個別企業而言，因為資源的限制，發展多重且廣泛的

能力，或維持這些能力以面對快速變動的技術環境是相當困難的。因此，透過與供應商密切合

作可讓企業享有專屬性的經濟利益，可提高本身的知識與能力基礎，改善創新績效 (Ahuja, 

2000)。 

企業與供應商間有較強的關係連帶，意謂著彼此之間的互動是持久的與相對密集的；透過

密集的互動會產生較高的信任，並能分享敏感性資訊及發展出共同的規範。此外，組織間知識

分享的成本很高，必須發展有效的機制，並杜絕搭便車 (free rider) 的可能性。由於強連帶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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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與互惠的本質，能有效杜絕搭便車的行為及促進組織間知識分享 (Yli-Renko et al., 2001)，

因此若企業與供應商間有較強的關係鑲嵌，會有較高的服務創新成功機會。另外，在服務創新

的過程中，企業可能會遭遇技術上的問題，必須尋求供應商的支援與合作。若企業與供應商間

是強連帶的關係，供應商願意分享知識或共同解決問題的可能性較高。此外，服務創新的構想

要轉換成為新服務，亦需相關供應商的合作與支援才能順利進行；如量販店推出 1 元商品促銷

活動，必須獲得該商品供應商的支援。 

2.3.3 同業的關係鑲嵌與服務創新績效 

服務企業為設定產業標準或推動法規制度可能會與同業合作，另外亦可能與同業在其他非競

爭領域共同合作。然而當合作的對象是強力的競爭者時，夥伴之間的學習可能是一種競賽，此

時合作夥伴會避免超出協約之外的知識移轉，而負責合作關係的管理者在與競爭者進行社會互

動時必須意識到這一點 (Inkpen and Tsang, 2005)。McEvily and Zaheer(1999) 亦認為競爭夥伴間

資訊分享的誘因較低，且隱藏資訊的利益可能相對較高。此外，與競爭者的強連帶關係可能會

有知識外溢 (knowledge-spillover) 的情況 (Ahuja, 2000)，且因服務缺乏有效率的專利保障，使

得競爭者容易模仿 (Gadrey et al., 1995)，因而可能侵蝕創新服務為企業績效帶來的正面效果。最

後，強連帶會讓網絡成員有順從規範的壓力；若與競爭者間有強連帶的關係，會阻礙服務創新

活動的產生與執行 (Adler and Kwon, 2002)。因此，創新企業必須體認到這些潛在的風險，避免

與競爭者建立強連帶的關係，以防止可能的投機行為。 

在快速變遷的環境中，企業創新服務必須取得多樣性的資源與知識，因此必須與同業建立正

式和非正式的合作關係，但若合作夥伴的目標不一致，則會提高夥伴間的衝突，而使聯盟瓦解

(Inkpen and Tsang, 2005)。因此，為達成合作的目標，企業與同業間仍需維持關係鑲嵌，但應只

限於弱連帶的關係，因為弱連帶的關係可以獲得更廣泛的資訊，且交換與移轉的知識僅限於編

簒完整的知識，不涉及敏感性的資訊，可避免讓企業暴露於競爭的風險中。 

2.3.4 研究機構的關係鑲嵌與服務創新績效 

由於大多數服務企業的規模較小，缺乏足夠的資源單獨從事 R&D，因此必須借重外部的研

究機構，如大學與政府研究機構及私人顧問公司。在這些研究機構中，大學對科學知識的產生

有重要的貢獻；政府研究機構可在專業知識與設備上提供支援；而外部設計顧問公司則可提供

新奇的構想，並與創新企業持續的合作，直到專案結束；至於顧問公司應可作為企業間合作的

媒介者。服務創新企業與這些外部研究機構建立合作關係，有助於提高服務創新的績效 (Tether, 

2002)。 

若服務企業與這些外部研究機構僅建立弱連帶的關係鑲嵌，則只能從這些夥伴獲得合約上

載明的資訊與知識，難以獲得複雜性較高或內隱的知識，且這些夥伴亦不會將公司推薦給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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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因此對服務創新績效的助益有限。相對的，若服務企業能與這些外部研究機構建立強連

帶的關係，服務企業即能在密集的互動過程中吸收複雜與內隱性高的知識，且夥伴可能將企業

推薦給相關供應商或顧客，提高服務創新成功的機會。 

2.4 關係鑲嵌構形 

根據前述的分析，本文為克服二元關係、網絡結構與網絡構形的限制，以企業和顧客、供

應商、同業及研究機構等外部夥伴的連帶強度作為組織特性，依據企業與這些夥伴連帶強度的

差異，將企業分類為不同的關係鑲嵌構形，進而探討在服務創新的策略性目標中，何種關係鑲

嵌構形能產生最佳績效。此種分析方法有二個優點：(1)假定不同夥伴擁有的知識具有異質性，

更能符合現實環境，如顧客與競爭者擁有市場知識與資訊，供應商具備科技知識，而研究機構

則具備較高度的基礎知識，因此不能將這些不同夥伴視為同質。(2)將關係的本質融入網絡結構

的分析，能深入瞭解網絡中流通的資源與知識的類型，對創新活動有更大的助益，如強連帶與

弱連帶的關係所能傳遞的資源與知識不同。 

2.5 研究假設 

服務是由一系列無形活動所組成之流程，這些活動發生在顧客、員工、實體資源及廠商之

系統間的互動，可提供顧客問題之解決方案 (Grönroos, 2000)。一般而言，服務是建構解決顧客

問題的方案，而創新則是將知識體現、結合或綜合以創造原創、相關、有價值的新產品、新流

程或新服務 (Luecke, 2003)。若將二者結合，則服務創新乃是提供顧客新的解決方案，包括兩種

主要的形式：(1)結合新問題或構想以形成新的問題解決方案，這些問題解決方案因對市場及公

司的新奇程度不同，可分為改良式創新與激進式創新。(2)解決同樣的問題，但具有更高的效率，

包括生產力或品質的提升 (Gadrey et al., 1995)。 

服務在生產與創新上的特徵包括：(1)生產與消費緊密的互動，(2)服務的資訊內容較多，(3)

人力資源在服務生產中角色的重要性，(4)組織變革對生產與傳遞新服務極為重要。從這些特徵

可知服務創新較強調非技術性 (Djellal and Gallouj, 1999)。另外，研究服務創新必須將焦點放在

資訊、流程及互動層面 (Hipp and Grupp, 2005)，亦即服務創新更重視創新過程中社會互動的因

素，而其互動對象可能包括顧客、供應商、同業、及研究機構等。企業透由這類互動關係能獲

取許多對服務創新有益的知識與資源 (Gemünden et al., 1996)，進而影響服務創新的成功。具體

言之，服務創新需要從網絡及關係的角度觀之，因為網絡分析的基本元素是行動者(actors)及行

動者間的關係連帶 (Granovetter, 1985)，而其核心的觀念是透過成員間的透過互動來傳遞資訊、

知識與資源，可深入理解與分析服務創新的過程與結果 (Inkpen and Tsang, 2005; Syson and Perks, 

2004; Tether, 2002; Tsai, 2006)。 

最佳的關係鑲嵌構形視企業所追求的目標而定 (Gemünden et al., 1996; Pittaway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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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Gemünden et al. (1996) 認為在創新過程中不能忽視各種外部夥伴關係；在產品創新的情

境中，顧客能提供產品構想與市場可行性等資訊，是最重要的創新成功因素，但仍需供應商提

供新生產設備或技術改善或新產品零件來實現顧客的要求，而大學與研究機構可提供新構想，

再透過與顧客合作轉換成為可上市的產品。因此，能產生最佳創新績效的關係鑲嵌構形是同時

與顧客、供應商及研究機構維持緊密關係者。但服務創新不同於產品創新 (Betz, 1993)，創新所

需的技術與實體資源較少，如銀行開發新服務可能不須高度仰賴供應商的支援，因此可能不需

與供應商維持強連帶的關係。此外，服務創新缺乏有效率的法律保障，容易被競爭者模仿，因

此應避免與競爭者維持較強的連帶關係。最後，服務具無形的特性，品質由顧客主觀決定

(Grönroos, 2000)，藉由與顧客間較強的連帶關係，更可提高顧客的信任，降低不確定性，強化

顧客購買新服務的意願，因而提高服務創新成功的可能性。基於此，本研究認為服務創新情境

中，能產生最佳創新績效的關係鑲嵌構形應與產品創新情境不同，因此建立以下假設： 

H1：在服務創新情境中，應存在不同於產品創新情境之最佳關係鑲嵌構形。 

每一個企業從事的創新活動都不盡相同，且不同的創新對資源與知識的需要亦有所差異，

因此為降低理論發展與實證分析的複雜性，有必要對服務創新做分類 (Hipp and Grupp, 2005)。

Hollenstein (2003) 歸納出 5 種不同的服務創新類型，包括：(1)具有完整網絡整合的科學基礎之

高科技企業，(2)IT 導向與網絡整合的開發者，(3)具有外部弱連結之市場導向的漸進式創新者，

(4)具有與外部價值鏈強連結的成本導向之流程創新者，(5)難以建立外部連結之低組合的創新

者。Drejer (2004) 則將服務創新分為特別的創新、外部關係創新、有形化的創新及專門領域創

新等 4 種。Hipp and Grupp (2005) 亦將服務創新分為知識密集、網絡基礎、規模密集及供應商

主導等 4 種類型。這些學者的分類方式在應用時會有幾個困難，包括(1)因資料投入不同而有不

同的結果，(2)某些服務創新難以分類，(3)不容易理解。 

除上述分類之外，van der Aa and Elfring (2002) 將服務創新分為(1)多單位組織 (Multi-unit 

organization)；(2)服務的新組合  (New combinations of services)；(3)顧客共創  (Customer as 

co-producer)；(4)技術創新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等；由於這四種類型較不致產生上述三種

應用上的困難，故本文採此分類方式。以下簡述這四種創新類型的意義與特性： 

(1) 多單位組織：服務管理系統在多單位組織中再製；許多服務企業的成長必須將其服務管理系

統複製到另一個地區，以接近新的市場。大型服務企業由數以百計小規模或地區型的單位所

構成，因此多單位服務企業的形成可視為一種組織創新的型式。 

(2) 服務的新組合：創造服務活動、服務部件 (parts) 與服務區隔的新組合。 

(3) 顧客共創：將顧客融入服務生產過程中，與顧客共同完成服務。 

(4) 技術創新：發展與實施服務觀念與流程的技術，亦即將新的技術導入服務系統，以創造與提

高顧客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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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四種服務創新類型的本質有相當大的差異，因此所需的資訊、知識與資源亦有不同 (van 

der Aa and Elfring, 2002)，應與各種不同類型的外部夥伴建立與維持不同強度的連帶關係，以確

保能獲取有益於創新的資源。本文根據情境理論與構形理論，認為在這些不同服務創新類型中，

能產生最佳績效的關係鑲嵌構形亦有所不同。其中技術創新需要供應商的強烈支持，才能成功

地導入新技術。如醫療院所導入新醫療技術時，需要設備與器材供應商的協助，可能需要與供

應商建立與維持較強的連帶關係；另一方面，為了降低成本，不同地區的醫療院所間可能會共

同研發，來導入新的醫療技術。因此，技術創新的服務創新類型，應以商業關係實踐者的績效

較佳。其他三種服務創新類型，仍以顧客與研究機構關係實踐者的績效較佳。據此，本研究建

立以下假設： 

H2：不同類型的服務創新，能產生最佳績效的關係鑲嵌構形有所差異。 

3. 研究設計 

3.1 研究變數之操作性定義 

Rindfleisch and Moorman (2001) 將連帶理論結合關係交換的文獻，認為組織行動者間的關

係模式受到過去的接觸經驗與未來互動的預期所影響，再配合強連帶互惠服務與親密性的本

質，發展出組織間連帶強度的四個衡量題項，包括：公司感激夥伴過去為我們所做的事、公司

的相關員工與夥伴有親密的社會關係、公司與夥伴的關係是令人滿意的及公司會繼續與夥伴共

同合作等四個題項。Capaldo (2007) 認為強連帶是由時間、資源及社會等三個維度所構成，亦即

強連帶相對弱連帶有較多的互動時間及較高的資源承諾，同時也有較緊密的人際關係及以信任

為基礎的組織間連結，因此可用下列三個變數來衡量組織間關係的強度：(1)關係持續時間，(2)

協同合作的頻率，及(3)協同合作的強度。本研究即參考 Rindfleisch and Moorman (2001) 及

Capaldo (2007) 所提出的衡量變數，在文字表達上稍作修改後，以 Likert 七點尺度衡量連帶強度

(共 7 題)。由於本文探討的關係鑲嵌對象包括顧客、供應商、競爭者及研究機構等四類夥伴，因

此本研究請填答者根據其公司分別與這四類型外部夥伴的關係為填答對象。 

服務創新必須兼顧企業的長期與短期目標 (Johne and Storey, 1998)，不能僅以財務指標做為

創新績效的判斷標準。由於財務指標的本質較偏向短期效果，因此尚應考慮企業的其他長期目

標，才能得知服務創新的真實績效。本研究參考 Storey and Kelly (2001) 提出的新服務開發之績

效衡量指標，將服務創新績效分為三個子構念，包括財務衡量指標 (銷售額、投資報酬率、市場

佔有率、成本)、顧客衡量指標 (顧客滿意度、獲取新顧客、顧客留住、競爭力) 及內部衡量指

標 (未來潛能、目標達成、策略配適度、開發新服務的機會) 等，共計 12 個題項，請填答者根

據前述最具代表性的服務創新實際狀況填答，同樣以 Likert 七點尺度衡量。至於服務創新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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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參照 van der Aa and Elfring (2002) 提出的分類方式，包括多單位組織創新、服務的新組合、顧

客共創及技術創新等，由填答者針對其公司一年來最重要的服務創新，判斷與勾選所屬的創新

類型。 

3.2 資料收集與樣本特性 

本研究從台北地區大型會計師事務所中隨機抽選五家大型事務所，再分別從每家事務所的

客戶隨機選取 200 家企業，委請事務所的負責人具名協助，並寄發問卷給其客戶的負責人。問

卷寄出三週後，共回收 152 份問卷，扣除製造業公司、填答不完整及填答者對公司與外部夥伴

關係運作熟悉程度不高者 (普通、不熟悉及非常不熟悉)，實際有效問卷為 97 份；其餘尚未寄回

的對象，請各會計師事務所人員以電話催收，再經二週後截止回收問卷。催收後回收的問卷共

計 77 份，其中有效問卷為 50 份。本研究共寄出 1000 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 147 份，有效回收

率為 14.7%。 

本研究有效樣本中平均企業年齡為 17.5 年；在資本額方面，以四千萬元以下的中小企業為

最多，佔 51.7%，其次為 10 億元以上，佔 19%；在前一年營業額方面，以五千萬元以下為最多，

佔 44.2%，其次為 3 億元以上，佔 34.7%；在員工人數方面，以 10 人以下的小型企業為最多，

佔 36.7%，其次為 200 人以上，佔 25.9%。在服務創新類型方面，過去一年內最具代表性的服務

創新類型是多單位組織的企業有 31 家，佔 21.1%，服務新組合有 45 家，佔 30.6%，顧客共創有

37 家，佔 25.2%，技術創新有 34 家，佔 23.1%。 

有關問卷填答者的職稱方面，以經理為最多，佔 49.7%，其次為總經理，佔 21.8%；填答者

任職公司的平均年數為 8.12 年。本研究為確認問卷填答者具備足夠之管理企業外部關係的知

識，因此設計一個題項來排除對公司與外部夥伴關係運作熟悉程度不高者。在有效的 147 份問

卷中，有 81 位回答熟悉公司與外部夥伴的運作，佔 55.1%，66 位回答非常熟悉，佔 44.9%。 

3.3 變數檢定 

本研究根據 Armstrong and Overton (1977) 的建議，將問卷回收的時間先後作區分，以晚回

收的問卷代表未回收的問卷，並與早回收的問卷進行比較，檢定此二群樣本在基本資料與研究

構面上是否有顯著的差異。本研究將全部回收的 201 份有效樣本，依回收時間先後分成二群，

第一階段回收的樣本數為 97，經催收後回收的樣本數則為 50，分別進行卡方獨立性檢定與獨立

樣本 t 檢定。結果顯示，在 0.05 的顯著水準下，樣本企業的資本額、前一年營業額及員工人數

都沒有顯著的差異，且各研究構面的總分(供應商關係、顧客關係、同業關係、研究機構關係及

服務創新績效等)亦沒有顯著的差異，代表早、晚回收的問卷並無明顯的不同，因此本研究樣本

不存在無反應偏差的問題。 

在同源偏差 (common method variance, CMV) 的檢定方面，本研究採 Podsakoff and Or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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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的建議，以 Harman 單一因素檢定法 (Harman’s one-factor test) 進行研究變數間同源偏差

的檢定。本研究將問卷中供應商關係、顧客關係、同業關係、研究機構關係及服務創新績效等

構面的所有題項做為投入變數，採主成份分析法進行探索性因素分析，以特徵值大於 1 的判斷

準則，共萃取出 6 個因素，第一個因素的解釋變異量為 20.34%，6 個因素累積解釋變異量為

76.19%，顯見本研究之變數並無明顯同源偏差的問題。 

有關服務創新績效部份，本研究共計 12 個衡量題項，以主成份分析法進行因素分析，結果

萃取出 2 個潛在因素；以最大變異法 (varimax) 轉軸後，發現其中 3 題的因素負荷量皆大於 0.5，

因此刪除之；再以剩下的 9 個題項進行因素分析，同樣萃取出 2 個潛在因素，累積解釋變異量

達 76.89%。根據因素負荷量的判斷準則，因素 1 解釋銷售額、投資報酬率、市場佔有率與成本

等題項，與 Storey and Kelley (2001) 所提之評估創新績效的財務指標相符合，故命名為財務績

效；因素 2 解釋競爭力、未來潛能、目標達成與長期策略的配合及提供未來開發新服務的機會

等題項，其中除了競爭力外，亦與 Storey and Kelley (2001) 所提之內部衡量指標相符合，故命名

為內部績效。 

為評估研究構面的一致性與穩定性，本研究採用 Cronbach’α 係數作為信度指標；其中供應

商關係的 α 值為 0.92，顧客關係為 0.96，同業關係為 0.95，研究機構關係為 0.96，財務績效為

0.88，內部績效為 0.93。由此可知，本研究的衡量工具的一致性與穩定性相當良好。 

組合信度 (composite reliability, CR) 可用以判斷潛在變數的一致性，CR 值是由所有觀察指

標信度所組成；若潛在變數的 CR 值愈高，表示其觀察指標愈能測出潛在變數，亦代表內部一致

性愈高。本研究各潛在變數的 CR 值介於 0.917~0.965 間 (見表 1)，均大於 Hulland (1999) 建議

的判斷值 0.7，代表本研究的衡量模式內部一致性良好。 

潛在變數的平均變異抽取量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 是計算潛在變數之各觀察指

標對該潛在變數的變異解釋力，若潛在變數的 AVE 值愈高，則表示各觀察指標對該潛在變數的

變異解釋力愈高，潛在變數愈具收斂效度。本研究所有潛在變數的 AVE 值皆介於 0.672～0.796

之間，大於 Fornell and Larcker (1981) 所建議之 0.5。綜合前述因素負荷量、CR 值及 AVE 值的

結果可知，本研究的衡量變數具備良好的收斂效度 (convergent validity)。 

為評估各構面的區別效度 (discriminant validity)，本研究根據 Fornell and Larcker (1981) 的

建議，以每一個潛在變數的 AVE 值必須大於各成對變數間的相關係數平方值 (關係值) 作為判

斷。若各成對變數間的關係值大於任一潛在變數的 AVE，即表示在該對變數中，某一變數的觀

察指標可能也是另一變數的觀察指標，此狀況即不具區別效度。反之，若各變數間的相關係數

平方皆小於潛在變數的 AVE，則具區別效度。本研究的結果如表 1 所示，AVE 值均大於各成對

變數間的相關係數平方值，因此本研究的衡量變數具區別效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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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潛在變數間的平均變異抽取量與相關係數 

 CR 值 SR CR CPR RR FP IP 

SR 0.935 0.672      

CR 0.965 0.688 

(0.473) 

0.796     

CPR 0.958 0.379 

(0.144) 

0.340 

(0.116) 

0.767    

RR 0.965 0.393 

(0.154) 

0.384 

(0.147) 

0.270 

(0.073) 

0.795   

FP 0.917 0.342 

(0.117) 

0.343 

(0.118) 

0.248 

(.062) 

0.402 

(0.162) 

0.736  

IP 0.945 0.321 

(0.103) 

0.376 

(0.141) 

0.092 

(0.008) 

0.425 

(0.181) 

0.681 

(0.464) 

0.775 

註：主對角線為 AVE 值，( )內為相關係數平方值。SR：供應商關係，CR：顧客關係，CPR：同業關係，

RR：研究機構關係，FP：財務績效，IP：內部績效。 

4. 實證分析 

企業的外部夥伴包括供應商、顧客、同業及研究機構，本研究以相同的題項衡量企業與這

些外部夥伴的關係鑲嵌強度，四種夥伴關係鑲嵌強度共有 28 個衡量題項；將 28 個題項同時以

主成份分析法進行因素分析，結果共萃取出 4 個潛在構面；分別是研究機構關係鑲嵌、競爭者

關係鑲嵌、顧客關係鑲嵌及供應商關係鑲嵌等，累積解釋變異量為 76.8%。 

關係鑲嵌構形由企業與供應商、顧客、競爭者及研究機構的關係鑲嵌強度之差異所建構而

成。本研究以前述外部夥伴關係鑲嵌因素分析所得 4 個因素分數為投入變數，進行 k-mean 集群

分析 (cluster)，結果將樣本分為 3 個集群；第一個集群包括 40 個樣本，第二個集群包括 29 個樣

本，第三個集群包括 78 個樣本。各集群與各種外部夥伴關係的平均數如表 2 所示。 

為確認集群的顯著性，本研究採one-way MANOVA檢定準則變數 (四個關係鑲嵌強度) 對分群之

函數關係是否顯著，結果發現Pillai’s Trace、Wilks’ Lambda、Hotelling’s Trace及Roy’s Largest Root

等四個值對應的P值都趨近於0，顯示本研所進行之集群有效，應進一步以邊際檢定來探討個別

準則變數 (四個關係鑲嵌強度) 對群別之顯著性 (周文賢，民93)。從表2的結果可知，第一個集

群明顯地與顧客維持最強的關係鑲嵌，同時與研究機構亦有較強的關係鑲嵌，但與供應商及同

業僅維持較弱的關係鑲嵌，故將此關係鑲嵌構形命名為顧客與研究機構關係實踐者；第二個集

群與四種外部夥伴都僅有較弱的關係鑲嵌，故將此關係鑲嵌構形命名為交易關係導向者；第三

個集群與供應商、顧客及同業都有較強的關係鑲嵌，由於這些夥伴都與商業行為有直接的關係，

因此將此關係鑲嵌構形命名為商業關係實踐者 (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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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不同集群之ANOVA結果 

投入變數 
關係鑲嵌構形 

F值 
顧客與研究機構關係實踐者(40) 交易關係導向(29) 商業關係實踐者(78) 

研究機構關係 0.390 0.234 -0.043 4.251** 

同業關係 -0.986 0.099 0.609 72.433*** 

顧客關係 0.564 -1.428 0.274 96.502*** 

供應商關係 -0.417 -0.744 0.292 19.06*** 

**表示在α=0.05水準下顯著；***表在α=0.01水準下顯著。()內表樣本數 

 

 

供
應
商
關
係
鑲
嵌
強
度 

同
業
關
係
鑲
嵌
強
度 

顧客關係鑲嵌強度 

研究機構關係鑲嵌強度 

顧客與研究機構關係實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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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關係實踐者 

圖 1  外部夥伴關係鑲嵌構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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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服務創新類型分為四種，為純化關係鑲嵌構形在各種不同服務創新類型中對創新

績效的影響，先檢定各種服務創新類型的績效表現是否存在明顯的差異。本研究分別以服務創

新之財務績效與內部績效為應變數，創新類型為自變數進行 ANOVA，結果發現四種不同的創新

類型在財務績效與內部績效並無顯著的差異 (見表 3)。 

過去許多研究認為最適當的網絡構形應視企業所追求的目標而定 (Gemünden et al., 1996; 

Pittaway et al., 2004)，亦即在服務創新的情境中，存在某種關係鑲嵌構形可促進最佳的創新績

效。本研究分別以財務績效與內部績效為應變數，關係鑲嵌構形為自變數進行 ANOVA (見表 4)。

結果發現，三種關係鑲嵌構形在財務績效表現上並無明顯的差異；在內部績效方面，F 值為 9.437 

(P 值為 0.00)，Fisher’s LSD 多重比較結果顯示顧客與研究機構關係實踐者的績效最高，商業關

係實踐者次之，而交易關係導向者的績效最差。由此結果可知，企業與顧客及研究績構間的關

係鑲嵌較強，其服務創新的內部績效愈佳，本研究的假設 1 獲得部份支持。 

服務創新包括許多類型，根據構形與情境理論，在某特定類型的服務創新，可能存在能創

造較高服務創新績效的最佳關係鑲嵌構形。因此，為驗證本文的假設 2，本研究將樣本依創新類

型區分為四群，包括多單位組織、服務新組合、顧客共創及技術創新，分別以 ANOVA 驗證不

同關係鑲嵌構形在創新績效(財務績效與內部績效)的表現上是否存在差異，並進一步以 Fisher’s 

LSD 比較那一種關係鑲嵌構形的績效較佳。 

在多單位組織創新的企業中，三種關係鑲嵌構形的財務績效表現並無明顯差異 (F=1.344)；

但在內部績效的表現上，存在著顯著的差異 (F=5.628)，經事後多重比較發現顧客與研究機構關

係實踐者的內部績效明顯高於交易導向者，而商業關係實踐者的內部績效亦優於交易關係導向

者，但顧客與研究機構關係實踐者與商業關係實踐者二群並無明顯的差異 (見表 5)。 

 

表 3  創新類型與創新績效之 ANOVA 

創新績效 
創新類型 

F 值 P 值 
多單位組織(n=31) 服務新組合(n=45) 顧客共創(n=37) 技術創新(n=34) 

財務績效 -0.075 -0.233 0.108 -0.0789 0.745 0.527 

內部績效 0.158 -0.003 0.118 0.290 0.619 0.604 

 

表 4  關係鑲嵌構形與創新績效之 ANOVA 

 關係鑲嵌構形  

創新績效 顧客與研究機構關係

實踐者(a)(n=40) 
交易關係導向者(b) 

(n=29) 
商業關係實踐者

(c)(n=78) 
F 值 P 值 

財務績效 -0.163 -0.293 0.045 1.352 0.262 

內部績效 0.574 -0.370 0.086 9.437*** 0.000 

***表示在 α=0.01 水準下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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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多單位組織服務創新型式之關係鑲嵌構形與創新績效 

 關係鑲嵌構形  

創新績效 顧客與研究機構關

係實踐者(a)(n=10) 
交易關係導向者

(b)(n=8) 
商業關係實踐者

(c)(n=13) 
F 值 P 值 

財務績效 -0.013 -0.549 0.169 1.344 0.277 

內部績效 0.745 -0.571 0.156 5.628*** 0.009 

內部績效 LSD 結果：a>b, c>b(p=0.06) 

***表示在 α=0.01 水準下顯著 

 

在服務新組合創新的企業中 (表 6)，三種關係鑲嵌構形的財務績效亦沒有顯著的差異

(F=0.281)；內部績效的 F 值為 2.485，在顯著水準 0.1 時有明顯差異，經 Fisher’s LSD 比較後，

發現顧客與研究機構關係實踐者的內部績效最佳，其次為商業關係實踐者，而交易關係導向者

為最差。 

在技術創新的企業中  (表 7)，三種關係鑲嵌構形的財務績效同樣沒有顯著的差異 

(F=0.929)；內部績效的 F 值為 2.852，在顯著水準 0.1 時三種關係鑲嵌構形有明顯的差異，經

Fisher’s LSD 比較後，發現顧客與研究機構關係實踐者及商業關係實踐者的內部績效皆優於交易

關係導向實踐者，但顧客與研究機構關係實踐者與商業關係實踐者的內部績效並沒有明顯的差

異。 

在顧客共創的創新類型中 (表 8)，三種關係鑲嵌構形的財務創新績效同樣不具顯著的差異 

(F 值=0.098)；在內部績效方面，F 值為 2.532，在顯著水準 0.1 時三種關係鑲嵌構形有明顯的差

異，經 Fisher’s LSD 比較後，發現顧客與研究機構關係實踐者及商業關係實踐者的內部績效明顯

高於交易關係導向者，但顧客與研究機構關係實踐者與商業關係實踐者的內部績效並無明顯差

異。 

綜合前述分析結果，服務創新類型的差異本身並不會造成創新績效的不同。從整個研究樣

本的分析發現，在服務創新的情境中，以顧客與研究機構關係實踐者的內部績效最佳，本研究

假設 1 獲部份支持，此結果亦與過去許多研究結果一致 (如 Pittaway et al., 2004; Tether, 2002

等)。另從不同類型服務創新來看，交易關係導向者不論在何種創新類型，其內部績效的表現都

最差，由此可知服務企業必須和外部夥伴建立與維持較強的鑲嵌關係，才能擁有較佳的服務創

新內部績效。此外，多單位組織與顧客共創二種創新類型中，以顧客與研究機構關係實踐者的

內部績效為最佳，而服務新組合與技術創新二種類型中，則無法區分顧客與研究機構關係實踐

者或商業關係實踐者的內部績效何者為佳。據此，這些結果亦能部份支持本研究假設 2，即在各

種服務創新類型間，能產生最佳服務創新績效的關係鑲嵌構形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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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服務新組合服務創新型式之關係鑲嵌構形與創新績效 

 關係鑲嵌構形  

創新績效 顧客與研究機構關

係實踐者(a)(n=9) 
交易關係導向者

(b)(n=10) 
商業關係實踐者

(c)(n=26) 
F 值 P 值 

財務績效 -0.442 -0.251 -0.154 0.281 0.757 

內部績效 0.723 -0.389 -0.106 2.485* 0.096 

內部績效 LSD 結果：a>b,c>b,a>c(p=0.068) 

*表示在 α=0.1 水準下顯著 

 

表 7  技術創新服務創新型式之關係鑲嵌構形與創新績效 

 關係鑲嵌構形  

創新績效 顧客與研究機構關

係實踐者(a)(n=13) 
交易關係導向者

(b)(n=4) 
商業關係實踐者

(c)(n=20) 
F 值 P 值 

財務績效 -0.043 -0.381 0.302 0.929 0.405 

內部績效 0.168 -0.631 0.235 2.852* 0.072 

內部績效 LSD 結果：a>b, c>b 

*表示在 α=0.1 水準下顯著 

 

表 8  顧客共創服務創新型式之關係鑲嵌構形與創新績效 

 關係鑲嵌構形  

創新績效 顧客與研究機構關

係實踐者(a)(n=8) 
交易關係導向者

(b)(n=7) 
商業關係實踐者

(c)(n=19) 
F 值 P 值 

財務績效 -0.231 -0.013 -0.037 0.098 0.907 

內部績效 0.857 0.035 0.144 2.532* 0.096 

內部績效 LSD 結果：a>b(p=0.063), a>c 

*表示在 α=0.1 水準下顯著 

 

5. 結論 

5.1 研究發現 

企業外部關係網絡是探討服務創新的重要途徑 (Hipp and Grupp, 2005)，但過去有關外部網

絡結構的研究隱含行動者及關係本質是同質的假設 (Ahuja, 2000; Zaheer and Bell, 2005)，容易產

生關係網絡與服務創新績效間關係的誤解。由於企業外部網絡關係相當多元且複雜，因此本研

究從構形理論的觀點，以企業與各種外部利益相關團體的關係本質為特性，將企業的外部關係

網絡區分成不同的構形，試圖找出具有最佳服務創新績效的關係鑲嵌構形，填補過去有關外部

關係網絡與服務創新績效之研究的不足，強化理論的完整性，並增進實務的應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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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根據企業與供應商、顧客、同業及研究機構的關係鑲嵌強度，歸納出三種不同關係

鑲嵌構形，包括顧客與研究機構關係實踐者、交易關係導向者及商業關係實踐者；其中顧客與

研究機構關係實踐者會與其顧客及研究機構維持最強的連帶關係，交易關係導向者與各種外部

夥伴都僅維持較弱的連帶關係，而商業關係導向者會與供應商、顧客及同業維持較強的連帶關

係，此三種不同關係鑲嵌構形之組織的服務創新財務績效沒有明顯差異，而內部績效則有顯著

差異，其中以顧客與研究機構關係實踐者為最佳。從此結果可知，企業與顧客有較強的關係鑲

嵌，能讓企業獲得新服務的構想與需要 (Magnusson, 2003)，提供企業學習更多知識的機會

(Yli-Renko et al., 2001)，因此有助於企業確認服務創新，提高顧客採用新服務的意願，降低新服

務導入市場的風險 (Tether, 2002)。另一方面，由於強連帶具有高度信任的本質，可提高顧客將

新服務介紹給其他人的意願 (Adler and Kwon, 2002; Burt, 1992)，進而提高服務創新長期成功的

可能性。此外，企業若與研究機構間有較強的關係鑲嵌，則能提供企業新奇的構想，在專業知

識與設備上提供支援，亦有益於移轉內隱知識，並可作為企業間合作的媒介，進而提高服務創

新績效。 

服務創新有許多不同的類型 (Drejer, 2004; Hipp and Grupp, 2005; Hollenstein, 2003; van der 

Aa and Elfring, 2002)，本研究根據 van der Aa and Elfring (2002) 的分類方式，將服務創新區分為

多單位組織、服務的新組合、顧客共創及技術創新等四種類型，並進一步分析在各種創新類型

中，具有最佳服務創新績效的關係鑲嵌構形，以建立關係鑲嵌構形與服務創新績效的情境理論。 

多單位組織與技術創新的服務創新財務績效並不會因關係鑲嵌構形而有所不同；而內部績

效方面則以顧客與研究機構關係實踐者及商業關係實踐者較佳。顯示在此二種服務創新情境

中，不存在明顯且唯一具有最佳創新績效的關係鑲嵌構形。易言之，企業與各種外部夥伴建立

並維持較強的連帶關係，都能為創新的長期績效帶來正面的助益；若僅與所有外部夥伴都維持

較弱的連帶關係，則無法獲取與利用夥伴的珍貴資源，不利服務創新的內部績效。 

在服務新組合的服務創新類型中，以顧客與研究機構關係實踐者明顯具有較高的服務創新

之內部績效。因為此類創新型式的關鍵因素在於透過資訊科技的連結，以創造更高的顧客價值

(van der Aa and Elfring, 2002)，而這種資訊科技可從研究機構獲得，因此企業與研究機構若能維

持較強的連帶，將能獲取更多的技術與知識。此外，顧客的採用意願決定服務新組合上市的成

敗及未來的發展潛力；若企業與顧客連帶較強，顧客對企業有高度的信任，較願意承擔採用新

服務的風險，因而有較高的服務創新績效。 

顧客共創的服務創新類型是將服務傳遞系統中某些活動由顧客執行，這種創新類型需與顧

客有較多的互動 (Vandermerwe, 1993)，需要有高度信任基礎，顧客才會有合作的意願；而研究機

構能提供正確與及時的市場資訊，並能協助企業進行流程的規劃與改造，對顧客共創的創新績

效亦有重要的助益。因此，顧客與研究機構關係實踐者的內部績效明顯優於其他二種關係構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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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有關服務創新的研究，多數強調顧客關係與創新成功間的關聯性 (如 Magnusson, 2003; 

Magnusson et al., 2003 等)，較少討論和驗證企業與研究機構的關係。從本研究的資料顯示，企

業同時與顧客及研究機構維持較強關係連帶，能有較佳的服務創新績效，但本研究的樣本中，

僅 27%的企業屬於此種關係鑲嵌構形。此一現象可能因為多數樣本屬於中小企業，由於人力與

資源不足，使這些中小企業少有機會和研究機構打交道；另一方面，亦可能因為服務創新對實

體技術的需要較少，企業不瞭解與研究機構建立並維持密切關係的利益。 

5.2 管理意涵 

企業在進行服務創新應以策略性的眼光，兼顧創新的短期利益及長期的貢獻，因此企業在

規劃創新活動前，應先設定創新欲達成的長、短期目標，即服務創新績效。衡量服務績效的指

標有很多 (Storey and Kelly, 2001)，本研究歸納二大類的服務創新績效指標，包括財務績效與內

部績效，其中財務績效包括創新的成本、報酬率及對銷售額與市場佔有率的貢獻等，此類指標

較偏向於短期利益；內部績效則是衡量服務創新對公司未來發展的貢獻、能否與長期策略配合

及能否提供其他創新機會等項目，此類指標注重公司長期的策略發展。 

過去許多研究皆指出 (如 Heikkinen et al., 2007; Magnusson et al., 2003; Pittaway et al., 2004; 

Syson and Perk, 2004; Tether, 2002 等)，企業與各種外部夥伴(供應商、顧客、同業及研究機構)間

緊密的關係 (較強的連帶關係)，對服務創新績效有正面的助益；但從成本的角度而言，企業與

外部夥伴建立並維持緊密的關係必須付出高額成本，而與夥伴維持較弱的關係則成本較低。因

此，基於成本效益的考量，企業必須思考應與各種外部夥伴維持何種程度的關係，才能帶來最

大的效益。換言之，企業應思考建立何種關係鑲嵌構形能為服務創新帶來最大的效益。從產品

創新的角度，企業同時與顧客、供應商及研究機構維持較強連帶是較佳的關係鑲嵌構形

(Gemünden et al., 1996)。而根據本研究發現，在服務創新的脈絡中，以顧客與研究機構關係實踐

者的內部績效為最佳，即企業同時與顧客及研究機構維持較強的連帶關係，而與競爭者及供應

商維持較弱的連帶關係時，能帶來最佳之創新的內部績效。換言之，若企業與各種外部夥伴都

只維持普通關係(較弱的關係鑲嵌)，服務創新績效表現最差，因為與夥伴間僅維持較弱的連帶關

係，雖可獲取較大量的資訊，但因缺乏相互信任，而無法取得較複雜、重要與珍貴的知識與技

術，導致無法提高服務創新績效。 

此外，服務企業因本身策略性的考量而發展不同類型的服務創新，管理者應瞭解不同的服

務創新類型中能產生較佳績效的關係鑲嵌構形有所差異，如服務新組合與顧客共創之最佳的關

係鑲嵌構形是與顧客及研究機構維持較強的連帶關係，而與供應商及同業維持較弱的連帶關

係；但在多單位組織與技術創新的情境中，顧客與研究機構關係實踐者及商業關係實踐者的績

效並無差異，皆為較佳的關係鑲嵌構形。管理者應先確定公司將進行何種型式的服務創新，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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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善規劃與執行和各種外部夥伴建立適當強度的關係，以避免投入過多資源在維持不必要的緊

密關係上。 

雖然服務創新對實體技術的需要較低，但仍需許多複雜的資源與知識，才能確保創新能有

較佳的績效。過去許多研究已證實企業與供應商及顧客的良好關係有助於獲取這些資源，本研

究另發現研究機構的關係對服務創新績效亦有高度重要性，因此，具有前瞻性的服務企業，除

著重顧客及供應商關係外，亦應以策略性的角度來看待研究機構關係，才能有效獲取服務創新

所需的資訊、資源與知識。 

5.3 研究限制與未來研究方向 

服務創新的績效包括專案層次與計畫層次 (Storey and Kelly, 2001)，本研究僅衡量專案層

次，即單一服務創新的績效，較難完全掌握服務創新策略性目標的達成。後續的研究應可從計

畫層次深入探討企業的服務創新績效，以提昇對服務創新理論的理解。此外，服務創新的績效

與時間有高度的相關；同一服務創新，在不同的時間點評估可能有不同的結果。但本研究僅從

單一時間點評估服務創新績效，難以得知服務創新真實的績效，未來的研究應可將評估績效的

時間點增加，更能了解服務創新績效的全貌。 

過去許多研究都從知識基礎的觀點探討企業的聯盟或網絡關係與績效間的關聯性。如 Kale 

et al. (2002) 認為聯盟能力即是知識管理的慣例，能提高聯盟成功的可能性；Kale and Singh (2007) 

亦認為學習過程是聯盟功能與聯盟成功的中介變數。由此可知，企業除了適當的關係鑲嵌構形

外，尚須具有高度的學習能力，才能將網絡資源轉換為企業的慣例 (routine)。因此，未來的研

究應可將此二個構面做適當的整合，探討它們如何影響服務創新績效。 

本研究以集群分析做為區分關係鑲嵌構形的方法，但此方法有許多限制，如可能無法反映

因果關係、依賴研究者的判斷來選擇分群的變數及分群結果不穩定等。未來的研究可採用不同

的方法，如迴歸分析、偏離分數 (deviation scores) 或集合演算法 (set-theoretic) (Fiss, 2007)，以

克服集群分析的限制；或可同時採用不同的區分構形方法，並進一步比較不同方法的結果。 

本研究雖在問卷中指定關係管理者填答，並詢問填答者對企業外部關係的熟悉度，且在分

析時刪除對外部關係熟悉程度不高者，但實際填答者仍可能有職務上的差異，基於自己的經驗、

業務範圍等來選擇變數，如行銷經理可能會勾選「服務新組合」，而研發經理可能會勾選「技術

創新」，可能對研究結果造成某種程度的影響。未來的研究應可採用同一家企業多個填答者，或

將填答者的職務納入控制變數以克服此問題。 

服務業包含許多不同的產業，如金融業、醫療院所、資訊服務業及教育業等，這些不同的

產業為提高服務創新成功的機會，需要建立與維持較強關係連帶的外部夥伴可能不同。本研究

為簡化理論模型，僅探討服務創新類型的差異，未來應可根據不同產業來分析，更精確控制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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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差異性。此外，創新的服務是屬於企業的核心服務或周邊服務，亦可能影響企業對外部夥

伴關係的決策。例如，進行核心服務的創新時，可能會與外部夥伴建立與維持比周邊服務創新

更密切的關係。有關此部份課題，建議未來的研究可朝此方向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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